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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小说叙事伦理的建构 

———以王跃文《国画》为例

张　石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官场小说”更多接续的是通俗文学的资源，但这种运用平民视角的叙述方式又导致了“官场小说”叙事伦理上的
紧张。由于丧失了过去和未来的维度，《国画》等系列官场小说，着眼于在“１９７０年代末期”即改革开放以来官场游戏规则
“猎奇式”的揭示，始终无法树立起正面的人物形象。《国画》中强调的“人”和“人性”，于叙事中被逐渐发掘，人和官场的关

系，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发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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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有官的地方，就存在官场。官场中
值得关注同时覆盖于整个官场小说文本结构的，是

继承传统而来的官本位意识。尽管这种官僚本位

和现代的官僚系统会存在裂痕，但却无可厚非地成

为了官场小说文本的基本立足点。王跃文的《国

画》也并无例外。《国画》似乎通过荆都市的权力

斗争暗示我们，官本位背后的资本本位，是真正操

纵官场伦理的幕后魔王。整个荆都的官场结构也

由几个资本集团构成，这些资本控制着官场内部的

生态系统更迭和官员的升降。大的权力背景之外，

《国画》展现的官场之外的诸多内容往往更让人感

到触目惊心，官员在官场外的情色生活、酒肉生活、

荤段笑话和个人活动构成了与小说官场平行的的

另一个生活空间，这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

容。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官场小说打出的旗号

是“为老百姓”，而不是从五四传承而来的“为人

生”或者“为艺术”。这样的一种立意和尝试，给了

官场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中的一股强大力量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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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消费市场的可能性。“五四”以来，新文学与通

俗文学博弈的一部分就是争夺读者群和消费阵地。

当下青黄不接的“雅文学”与通俗文学进行竞争的

时候，显得力不从心。作家在叙事的过程中，自然

要选择合适的角度，读者想看什么小说是通俗作家

们首先选择的角度，而作家要写作何种作品是雅文

学作家首先考虑的角度。

所以我们发现，以王跃文为代表的一系列官场

小说作家们做出的尝试是，通过对国家机关企、事

业单位里面琐碎的生活进行描摹，达到一个能够和

普通人民的生活以及阅读习惯接轨的目的。这里

面不仅仅有权力系统顶端的运筹帷幄，同样有平行

于官场的市民视角。在市民视角的写作中，体现出

来的依旧是官场之外的人情世故里面折射出的官

场内部风景。小说作家们选择什么样的叙事手段

和叙事伦理，值得我们关注。

《金瓶梅》《水浒传》被旧道德认为是诲淫诲盗

的，其所谓诲淫诲盗的叙事伦理是我们都已经熟稔

的，而诲官的小说却在并不被硬性约束的自由环境

下风光无限。有研究者看到，这种伦理是一种“不

讲政治原则的、以实利性为核心”的官场行为准则。

在诸多官场小说中，我们看到许多从表达方式到言

说内容都多样化的小说叙事伦理，而这种伦理的表

现，往往是赤裸裸不加任何掩饰的。首先，暴露的

就是最具批判性的；其次，直白的就是最具震撼性

的。在官场小说《陈宗辉的故事》中，冯勤生总结

说：“官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２］这种结论的揭

示就好像色情小说里面直白爱情没有情感只有性

欲一样，但是官场小说的作者们对此却乐此不疲。

朱怀镜在《国画》中即扮演了这种角色，于是我们看

到朱怀镜在做着两种努力：首先是不断地和玉琴和

香妹敞开心扉，用最直露的方式讲述官场伦理；其

次，用旁白和类似古希腊戏剧歌队的形式进行官场

心理的揭发，表面上看似不动声色，实际上却是最

严厉的揭示。在得知自己被提拔后，朱怀镜去拜访

柳秘书长，在柳秘书长的家里，两个人都摆出“等”

的姿态：柳秘书长的眼睛始终瞄着天花板，等着朱

怀镜的例行公事；朱怀镜的眼睛始终盯着柳秘书长

的眼睛，等待着柳秘书长的下一个动作的指示。这

次拜访的实际性内容只有两三句话，朱怀镜心里清

楚得很：“他知道，柳秘书长说的是组织上要提拔

他，而他要说的当然不能说感谢组织信任，而要说

感谢柳秘书长栽培。”［１］２１０在心灵史的写作中，这些

似乎是并不必要的内容，一旦进入到官场小说的叙

事，就成为了必要。

我们认为，阅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或者

说文学作品的倾向性的接受，一般基于两个方向：

一是所有人都能够接触和达到的，二是具有传奇色

彩、常人不能企及的。正如同样通俗的《水浒传》

中，两个常常最受欢迎的人物林冲和武松，他们之

所以得到大家的追捧，是因为我们从林冲身上看到

自己，而从武松身上看到了英雄。《国画》叙事伦理

的选择，就是因为它使阅读者们对官场产生了无限

的想象。在阅读中，我们可以被激发起原本潜藏在

心中的欲望，这种人格中本来就具备的欲望，在这

种叙事伦理的激发下，被拉扯到了可以被讨论其可

能性的层面。原本英雄本位的人物形象，就被换置

成为了大众本位，也因此，《国画》中的准正面形象，

无法成为英雄，这种写法给了广大读者无尽的快

感。快感之后，大家对这样的叙事伦理接受得心安

理得。

在叙事伦理的强烈塑造下，欲望书写通过官场

的客观形式得以表达，那么，在官场所构建的世界

里面，往往实现欲望的一种状态和呈现方式就是

“等”。朱怀镜在“发迹”之前，是很少让“等”这个

词主动进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但一旦进入到地方

权力中心，“等”就作为一种艺术配合着欲望进行朱

怀镜官场人格的塑造。朱怀镜第一次被派出所所

长宋达清当做贵人对待并受邀饭局的时候，出于多

年的官场观察和本能，朱怀镜的第一反应就是等，

并马上赋予“等”以最高规格的官场催化剂的作用。

在王跃文的其他官场作品包括《梅次故事》《苍黄》

等诸多小说里，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个断片式的场景

同样是“等”。小说主人公的总体形态其实也可以

用“等”来形容：官员都在等待一个升职的机会，都

在等一个看似美好、值得等待的东西迎面过来，等

待哪一天好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们日常的姿

态也是“等”：官员们在等下班，下班后或者等人吃

饭，等车子来接，或者等待晚上与情妇的约会。朱

怀镜在平步青云的过程之中，学到重要的一环就是

等，如果没有“等”，那么官场就不能称之为官场了，

也就是朱怀镜常常教育李明溪所说的，你们不在官

场，不懂。官场的的世界里面存在着一个畸形的戈

多，《国画》里荆都大大小小的一派官员们都打着

伞，在官场里面穿着欲望的外衣永远在等待着。

同样在等的，也有曾俚和李明溪们。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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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俚作为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代表之一，他

们在等待但又注定始终无法掌握叙事的话语权。

时代，成为掌控小说节奏的重要角色，这在许多对

官场小说的定义中可以清晰地得到印证。有的研

究者这样定义官场小说：“侧重表现１９７０年代末期
以来国家公共权力结构中的人情世态，其中既包括

这些题材领域中具体的权力运作、人事往来，也包

括公共权力对官场中‘人’的精神渗透所造成的心

灵景观，并着重强调他们都是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

的。”［３］而这一定义，也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认可；

这种高度认可背后，实际上趋向一种时间和空间的

双重认同。“１９７０年代末期”的时间点，非常明显
地将官场小说的定位在改革开放这一跨时代的时

间点，显得异常敏感。而空间上，人的心灵景观成

为诸多官场小说作家针对的方向，这种看上去直露

的批判式的写作，实际上暗涌着心灵史书写的共通

维度。从两个维度考量官场小说在八九十年代的

活跃，也可以发现时代所赋予的独特内涵以及这种

内涵在小说中的重生或者磨灭。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记者作为让人感到神圣和正
义的职业，在《国画》里面直接被一个巨大的官场伦

理系统排斥，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职

业的真空化甚至完全消失。利益得失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之下渗透进不同职业之间；

不同职业既会由于利益矛盾相互排斥，也会由于利

益的趋同而产生一定程度的融合。在这种环境下，

官场小说文本中的诸多形象都开始有意无意地向

“理性人”的方向靠拢。曾俚所代表的一批正统的、

老派的知识分子，已经很难在文本中立足。这样，

我们发现的可作为“正面人物”或“准正面人物”的

形象无法站立起来，同时无法成为英雄。

作为对照，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中———无论

是小说文本还是改编电视剧———我们发现，在文本

里面存在着一对相对鲜明的关系，就是正和反的对

立，这种官场的对立直接给出了价值判断。从进入

到文本开始，这种扁平人物就以一种不变的姿态保

持在读者面前。也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正面

人物站得越来越高，反面人物掉得越来越深。于

是，在这种正面形象得以树立起来的塑造中我们发

现，阅读一种非常纯粹的官场读物，以绝对“官场”

作为小说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这一类官场小

说的特点。

相反，《国画》中的“正面人物”则很难能够“立

起来”。官场与非官场本来就形成两个自然的平行

空间，同一人物可以同时涉足两个空间，两个空间

内的同一角色也可能扮演着正、反两个方面。一般

作者在处理人物身份的时候带有褒贬，而恰恰是这

种带有明显褒贬意味的作品，似乎少了春秋笔法一

样的韵味。《国画》与一般官场作品的不同之处在

于，我们看不到一个好人，同样看不到一个坏人。

换言之，文本中的所有人物都有着他们作为“人”的

生命力，这是作者在描绘官场中的官的时候非常注

重的一个前提。“正面人物”不明显或者说不存在，

就给小说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一定的模糊。官场中

的官也是人，他们自然具备着一个人所应有的人

格，只不过在官场内、外会产生一定差别的伦理倾

向，而这种倾向也并非是作为个体的人所能够全部

承担的。从《国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腐败的根源不

在个体腐蚀，而是体系腐坏，所以单纯的道德指责

往往显得单薄。而《国画》也在不断地提醒着读者，

我们既要看到个体权欲在不断膨胀，同时也需理解

和拷问，这种个体的主体性缺失是基于何种条件产

生的。尽管我们看到《国画》中描写了大量的行贿

受贿，但是这些似乎并非在进行一种反腐主题的呈

现，腐败问题表现得并不是那么鲜明。与之呼应的

是腐败所带来的人性的扭曲，这是作者在写作时更

看重也更愿意去超越反腐深度挖掘的主题。《国

画》的特殊之处在于，从官场中来，却没有到官场中

去，作者试图在一个细微的官场系统里面，展现出

宏大的人心图景。

曾俚和李明溪，甚至卜老先生这种带着仙风道

骨的人，是《国画》中大概可以分化出来的“准正面

人物”，这些人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

缩影。卜老先生是李明溪的忘年之交，两人有相见

恨晚之情，但仔细考量，卜老先生实际上并非是一

代宗师式的人物，卜老先生最大的标签是他的年

龄。８０余岁的年纪给他人带来的首先是关于年龄
的敬畏，其次才逐渐进入到学问层面的探讨。而关

于卜老先生的身世家庭，小说也略有提及，他同样

不是显贵的知识分子大师———或许这也是王跃文

对于纯粹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低调的反向的尊敬。

卜老先生这类人物的出现也并非意义肤浅，而是带

着一种历史性和仪式性的象征意味。老人的出现

在整个叙事结构中产生一种分裂，这种叙事直接把

时间和空间分成了两套甚至三套平行结构，过去和

历史开始大胆地进入到文本中来。如有可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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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也会加入到里面。从语言到具体的意象，我们

都开始从《国画》里面找到了清晰的历史指向。在

八九十年代的官场伦理中，人际关系的维持往往需

要某种中间物，这种类似媒介的东西往往用书画作

品来充当，这也是《国画》与现时代接轨的一种尝

试。李明溪创作的国画为什么不能价值连城，老先

生眼光独具看到了李明溪作品的闪光之处，李明溪

的作品就进入到了艺术的境界；而朱怀镜永远看不

到艺术，所以他又通过几次拜访行为，将“艺术”行

为强行拉回到“官场”行为之中。卜老先生的作用，

也就在于不断加强这种官场叙事伦理的塑造。在

《国画》中，官场中人找寻官场的答案或者“超越官

场”的行为，可以从朱怀镜与卜老先生的对话、李明

溪与卜老先生的对话中找到，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

找到；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关于未来的叙事中找到

蛛丝马迹。但是唯独不能够达成的就是在现时态

的现实中完成这种超脱。现时态一直不是解决问

题的最终时态，这个问题在这类的官场小说中被一

再地强调，但一直难以通过作家的想象解决。

朱怀镜对于卜老先生和李明溪的评价是“这一

老一少，真是迂得可爱”，［１］４４６而卜老先生也不断引

发朱怀镜对于官场学问的领悟。朱怀镜说“荆山的

地价今年又涨了，真是寸土寸金，不是一般有钱人

有钱去买的”，［１］３３６不过卜老先生开的雅致堂日进

斗金，生计问题从来不是值得发愁的，就算如此，卜

老先生还是要用中国文人一贯的自嘲来讲自己穷

得要捡榆钱儿。朱怀镜看到的是卜老先生关于现

实和理想之间的“二律背反”，而李明溪在这个问题

上就显得更加朴素，他只看到了卜老先生打油诗的

“我辈只啖风与月”，从来没有想过他提到过陶渊明

这样的田园诗人也并非穷困潦倒。

在朱怀镜和卜老先生的交流中，似乎形成了另

一套微型的官场系统。这一套官场系统里面，折射

出历史的光芒。在这道微光中，我们可以观照到，

一个传统历史中的传统文人在当代社会是怎样的

一种生存方式。朱怀镜找到卜老先生是为了实现

官场伦理的外在彰显，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这种

忘年交也正是卜老先生心中潜在的欲望。这种原

本已经蜷缩在传统中的人际关系突然被现实中的

官场伦理点亮，卜老先生这样一个旧派非典型性知

识分子自然显得异常激动。他高兴的是不仅仅看

到了世上还有李明溪这样精通传统伦理之人，他还

看到了朱怀镜带来的关于新旧伦理产生交融的可

能性。

同时期的官场小说《狗日的前程》中有这样的

表述：“人进了官场，就身不由己地要去搏一搏、拼

一拼，天知道拼到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他想起了农

贸市场上的螃蟹争先恐后往篓口爬，互相践踏，互

相牵扯，很少有杀出重围的。有幸杀出来的，也已

经断胳膊断腿，却又被主人扔回篓子里。”［４］这一关

于螃蟹的比喻十分精彩，也可以说是官场这个框架

内所体现出来的宿命一般的运行逻辑的坦白。在

这样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了人的主体精神的

缺失。

我们会常常看到这样的描述：我们官场、人在

官场、你们官场，这种表达方式就传达出来一种信

息，似乎官场不再是作为独立人格和独立主体的他

者，主体精神已经在这个场域里面消亡了。

《欲望之路》中邓一群用“罪不在己，而在社

会”来自我安慰，叙事者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将小说

人物以及小说主人公的个人主体精神的沦丧归结

到了社会这样一个什么都可以进行怪罪和埋怨的

地方，只要个人出现了一点点不如意，那么一定不

是个人能力造成的，一定是社会不公、社会黑暗来

背锅。所以，在叙事者这种叙事伦理的引导下，个

体的主体精神虽然大面积缺失，但是流失的个体、

逃避的精神也得到了一个灵肉安置之处，可以规避

所有道德审视和道德追问。

市场和资本的时代规则指引下，主体精神在官

场小说里面丧失的是官场人选择的自由，他们无法

进行心灵的自主选择，能够做到的只有向权力和资

本屈服，没有原则地追逐权力的交换价值。正如前

文所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国画》中，权力新

贵朱怀镜的背后，市长皮德求的背后，包括江湖术

士袁小奇的背后，都有或大或小的资本支撑，后来

他们有的继续飞黄腾达，有的一蹶不振，原因也就

在于背后资本集团的兴衰起落。主体精神在这样

的叙事环境下显出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关于道德

的伦理的认知，实际上小说人物已经做得不能再好

了，他们对于高尚的、崇高的所谓良知的认识，是超

越了所有人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群人，恰恰丧失了

与自我认识相匹配的道德精神。所以，在这样的叙

事环境下，主体精神的世界里面就形成了强烈的

张力。

约翰斯顿说：“我们的行为必须把人性本身，不

管是自己的人性还是别人的人性，看成一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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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永远不把它只看成一种手段。”［５］当然，这样的伦

理选择看上去是没有道德错误的，但是我们也要看

到，正因为《国画》叙事伦理的这种不合理的强烈和

不断地进行反主体精神的建构，最终达成的是叙事

过程中的自足，叙事的合理性高于了伦理的合

理性。

在这样的一种叙事伦理的指引之下，造成的伦

理后果就是，《国画》的伦理尽管缺乏了自我批判和

主体精神，但却具备另外一种倾向性即“诲官”。读

者的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小说叙事的伦

理倾向，而读者往往依赖于叙事“技巧”和叙事者所

体现出来的“道德观”。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我们

可以发现，叙事者对于主人公的官场行为不会产生

对与错的价值判断，反而对道德自律显示出了嘲讽

的态度，小说中出现的具有道德自律的知识分子们

让人觉得幼稚可笑。《国画》中的曾俚就是如此，朱

怀镜对曾俚这样说：“现实已经如此，大凡遵从真理

的人，都会像三岁小孩说大人话一样显得幼稚可

笑，只是又比小孩少却了一份天真可爱。”［１］１２８其他

官场小说作家的小说都有类似的描写，有人对身在

官场的主人公说，你是一个好人，但是主人公一定

会叹口气说———似乎所有的官场小说作家都达成

了共识———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我自己也不

清楚，就算是好人，又能怎么样呢？接下来就是自

己对于官场、对于做官的个人化理解。虽说是个人

化，但是在官场小说的叙事逻辑中是普遍性的。这

种情景经常出现在主人公与情妇之间的对白之中，

似乎只有在这样的比较私密的场景之中，才能说出

真话，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好人以及我想做好人而不

得的苦衷。做好人而不得，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官

是很危险的，做官就要承担做好人而不得的风险。

小说一方面告诉我们如何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一方

面又说官场里好人不多甚至没有，这样的叙事难免

显露出不可兼而得之的尴尬。

官场小说的这种倾向性和潜在的启蒙性，很大

程度上迎合了大众心理：既然我们无法从正规的教

材、读本中得到做官的道理，那么我们似乎可以通

过文学作品进行打通。剥去叙事的伦理外衣，实际

上我们再度发现了文本的诲人功能。文本的诲人

性，是通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的就是俗。固

然，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具有这样的功效，但是启

蒙的出发点和官场小说这类通俗作品存在着差异。

两种形式的启蒙者和民众的对等性是有裂缝的，而

官场小说的作者往往通过文学的形式，试图实现相

对平等的沟通。沟通的结果就是，官场的道理得以

宣扬，官场的人格得以确立，双方对于权力的理解

达成了共识。

参考文献：

［１］王跃文．国画［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祁　智．陈宗辉的故事［Ｊ］．收获，１９９９（３）：５６．
［３］唐　欣．权力镜像：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研究［Ｍ］．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０．
［４］祁　智．狗日的前程［Ｍ］．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２００２：８５．

［５］亨利·约翰斯顿．论修辞学伦理［Ｍ］／／大卫·宁．当代
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常昌富，译．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４２．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５４


